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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7年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的定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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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青藏高原对气候变化尤其敏感，但

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农业产量的定量影响缺乏系统研究。为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

产的影响，本文使用气象数据与年鉴统计数据，选取了固定效应模型、差分模型和线性去趋势

模型 3类统计模型，分析了 1993—2017年间气候变化（最低气温、降水量、生长度日和太阳辐

射）对西藏县（区）级、市级和自治区3个尺度的谷物单产的影响。结果表明：西藏整体对于温度

（最低气温和生长度日）的敏感性大于降水量和太阳辐射。各项气候因子对西藏谷物单产的整

体影响为正影响，但不同区域对气候因子的敏感程度和显著性不同。除了生长度日对于拉萨

为负影响以外，最低气温、降水量和太阳辐射对于所有市均为正影响。气候趋势对于西藏整体

谷物单产的影响为正影响，不同模型计算结果集中在1.5%~4.8%区间内。3类模型中固定效应

模型稳定性最好，线性去趋势模型好于差分模型，差分模型在引入气候因子间的交互项后模型

稳定性降低。本文有助于西藏实施更加有空间针对性的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措施，以应对气候

造成的青藏高原农业生态系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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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强度的增加，全球气候正发生着显著的
变化。IPCC 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挑战[1]。气候变
化已然对全球各国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农业
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为敏感和直接的领域之一[2-3]，产量是农作物对于气候变化响应的
最终表现[4]。青藏高原粮食缺口量大，是中国粮食短缺现象较为严重的地区 [5]。粮食一直
是困扰西藏发展的主要因素[6]，中国居民谷物消费所需耕地急剧增长[7]。如何在全球气候
变化的大背景下对农业资源进行科学的管理与调控、保障西藏粮食安全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对作物单产影响的主要研究方法可分为田间试验观测法、作物机
理模型和统计模型3种。田间试验观测法通常情况下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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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作为长期研究作物产量变化的方法。作物机理模型和统计模型的应用分析更广。虽
然二者原理并不相同，但均是观测历史产量与气候之间的关系，理解作物对管理因素和
气候要素的响应规律，以此建立的模型[8]。作物机理模型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统计规律，统
计模型同样也含有对作物过程和机理的假设[9]。统计模型可操作性强、研究周期长，范围
广，信息量大，适合在更广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研究气候变化对产量的影响[10]，是了解
区域和整体作物产量变化有效的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已利用统计模型进行了诸多研究，对全球不同地区多种作物进行了气候
变化对作物单产影响识别，已在美国加州[11]、墨西哥[12]、印度[13]、非洲[14-15]以及全球尺度
上 [16- 17]开展了多项研究。Lobell 等研究表明，全球玉米和小麦产量分别下降了 3.8%和
5.5%[17]。Zaveri等最近的一项研究中[13]，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寻了灌溉因素和气候变化对
印度小麦单产的影响，表明灌溉可以抵消一部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Tao等调
查了中国所有省级尺度上气候与作物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暖趋势虽然增加了东
北的水稻和大豆的产量，但也有部分省的小麦单产出现了下降[18-20]。Zhang等的研究中显
示气候变化对于不同区域和不同作物影响不同，气候因子中太阳辐射与水稻单产呈正相
关，温度的负面影响较弱[21-22]。虽然国内外不同尺度的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影响的研究已
开展较多，但仍缺乏针对青藏高原地区这一气候变化敏感区的谷物产量定量影响的系统
研究。另外，不同统计模型之间的结果有差异，采用单个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
随机性，但多类型多个统计模型的系统比较研究还鲜有报道。

基于此，本文采用3种不同类型，共7个统计模型，选取了最低气温、降水量、生长
度日（Growing Degree Days, GDD）和太阳辐射（Solar Radiation, SRD） 4个气候变量定
量分析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所造成的影响。以此制定更加合理的农业政策与规划，
对于应对青藏高原生态及农业系统的变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
下，西藏作为一个气候条件相对极端和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发展优质、高效、安全的
农业，降低气候变化对当地造成的影响，有助于实现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当地
的农业生态与粮食安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西藏自治区全域土地面积约为 120万 km2，下设 6个地级行政单元，共有 8个市辖

区、66个县（区）。西藏气候总体上呈东南部湿润温暖，西北部干燥严寒的特点。地势
总体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区大致可分为藏北高原、藏东高山峡谷区、喜马拉雅山高
山区和藏南谷地。藏南谷地是西藏主要的农业区。西藏的农业为“河谷农业”，主要种植
青稞、小麦等谷类作物，其中青稞种植面积就约占西藏总粮食作物的60%[23]。拉萨、山
南、日喀则是自治区最重要的河谷农业区和商品粮基地。
2.2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和DEM数据来自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及国家
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https://data.tpdc.ac.cn）共享的青藏高原土地利用数据集，将多
期耕地进行叠加确定青藏高原耕地区域范围。

气象数据来自于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整理的国家气象台站观测数据，包括1993—
2017年青藏高原地区318个站点（其中西藏自治区境内39个站点）的逐日气温（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降水量、日照时数等资料。下文所涉及的气象指标均为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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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生长季期间的气候要素值。西藏谷物生长季的时间范围参考了中国气象局农业气象
站点中拉萨站的记录和其他学者关于青藏高原作物物候的研究[24-26]。青稞是西藏第一大作
物，本文以青稞生长季为主，并结合与其他作物生长季时段的交集部分，最终将每年的
4—8月确定为本文的谷物生长季。气象指标的有关计算，首先根据日值数据计算出月度
气象指标，然后根据谷物生长季时段（4—8月）计算生长季内气象指标。随后基于站点
尺度的气象指标结合高程数据，运用ANUSPLIN气象插值软件进行插值，得到年度青藏
高原范围的气象指标栅格数据。最后根据土地利用数据提取研究区耕地范围，计算西藏
每个县（区）级行政单位耕地范围内的谷物生长季气象指标。

年鉴数据来自于《西藏统计年鉴》，其中县（区）级谷物产量数据从 1993年开始统
计，所以对1993—2017年共25年的年鉴数据进行整理。根据县（区）级统计指标单元中
的统计字段进行数据提取与整理，并在Python环境中进行异常值检验，剔除数据异常的
数值。对于缺失的数据，使用相邻年份的均值进行替代处理。完成异常值处理和数据修
复后，为了保证长时间序列的分析，剔除数据极少且不连续县（区）的数据，最终将西
藏自治区数据稳定连续的63个县（区）纳入分析。利用县（区）级谷物产量和谷物播种
面积二者的比值计算每个县（区）的谷物单产。
2.3 方法
2.3.1 生长度日和太阳辐射指标的计算 通过每日的气温数据，计算生长季期间的生长
度日，即作物完成某一生育阶段所经历的累积有效积温，是代表植物生长积累的热量
指标[27]。虽然谷物包含多种作物，但西藏种植谷物主要为青稞和小麦，所以本文GDD主
要参考青藏高原青稞和春小麦对生长发育温度的要求，计算的基点温度设置为0 ℃，温
度上限确定为25 ℃[28-29]，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GDD =∑dgd （1）

dgd =
ì
í
î

ï

ï

0, Tday < Tbase

Tday - Tbase, Tbase ≤ Tday < Tup

Tup - Tbase, Tday ≥ Tup

（2）

式中：GDD表示谷物生长季期间的生长度日（℃）；dgd表示生长季内每天的一般生长度
日（℃）；Tday表示单日平均温度（℃）；Tbase表示基点温度（0 ℃）；Tup表示最适温度范围
的上限（25 ℃）。

太阳辐射根据逐日日照时数数据计算，最终获得生长季太阳辐射，计算方法采用
Angstrom-Prescott (A-P)公式[30]：

SRD = æ
è

ö
ø

a + b n
N

Ra （3）

式中：SRD表示单日太阳辐射值（MJ m-2 d-1）；a和b表示A-P公式系数；n表示实际日照
时数（h）；N表示理论日照时数（h）；Ra表示大气外界辐射（MJ m-2 d-1）。
2.3.2 气候因子选取与模型构建 本文利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描述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
性，以此进行气候因子的选取。谷物单产与平均气温、最低气温、降水量、GDD与SRD
均在 0.01 水平上呈显著相关关系。平均气温和最低气温相关性极强 （相关系数为
0.819），平均气温与GDD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为了避免温度变量过多，导致变量间的
共线性问题与相互干扰，因此不将平均气温纳入模型参数。温度差与谷物单产并无显著
相关关系，所以也不将其纳入模型参数。综上，将最低气温、降水量、GDD和SRD气候
因子作为模型的自变量，谷物单产作为因变量，以此进行模型输入。其中最低气温反映
温度趋势和低温对谷物单产造成的影响，GDD反映积温变化对谷物单产的影响，降水量
反映降水的变化对谷物单产的影响，SRD反映光照引起的辐射量变化对谷物单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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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的影响。为避免单个模型
的随机性，本文采用了3类统计模型，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差分模型和线性去趋势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 Model）是统计学中一种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的统计
模型[31]。固定效应模型的固定效应用来反映不同县（区）级行政单位的差异，将西藏所
有县（区）按照所属市级行政单位进行分类，以便更准确地反映气候因子对谷物单产的
影响。固定效应模型（Fixed）表达式如公式（4）：

log Yit = αi + λct + θ1Tmin it + θ2 Pit + θ3GDDit + θ4SRDit + εit （4）

式中：Y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年的谷物单产，单产值取对数可以使气象因子成比例地
影响单产，并且样本能更好地满足正态分布[32]。Tmin it、Pit、GDDit、SRDit分别表示第 i个
县（区）第 t年的生长季最低气温、降水量、生长度日和太阳辐射。αi表示县（区）级固
定影响，用来区别气候因子之外的要素变化对谷物单产的影响[12]，并且可以反映不同地
区间除气象要素外的差异性；λc表示市级时间趋势效应，主要用来反映科技进步因素带
来的影响；θ1、θ2、θ3和θ4表示衡量谷物单产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敏感性系数；εit表示误
差项。

差分模型和线性去趋势模型均去除了长时间变化对气候因子的影响，避免了非气候
要素因为长期变化带来的混合影响，例如作物品种、管理措施提升等技术进步因素导致
的变化[16, 20, 33-34]。除气候因子（X）对单产的线性影响外，往往还存在一部分非线性影响
因素，因此本文在基础差分和线性去趋势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又引入了气候因素的平方项
（X 2）。气候因子之间还会存在一定相关性（例如温度与降水、温度与生长度日之间存在
的相关关系等），为了反映这部分影响因素，本文又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了气候因素之间的
相互影响，即交互项（Z）。综上，差分模型系列和线性去趋势模型系列各构造了3个模
型，包括原始模型（df-Ⅰ和dt-Ⅰ，公式（5）和公式（8））、加入平方项后的模型（df-Ⅱ
和 dt-Ⅱ，公式（6）和公式（9））和加入平方项及交互项后的模型（df-Ⅲ和 dt-Ⅲ，公
式（7）和公式（10））。

差分模型系列中采用一阶差分序列（First-difference Time Series）的产量（ΔY）和气
候因子（ΔTmin、ΔPRE、ΔGDD和ΔSRD，公式中采用向量ΔX表示4个气候因子）。差分模
型系列形式如下：

ΔYi, t = β0i, t +∑βjΔXi, t + εi, t （5）

ΔYi, t = β0i, t +∑βjΔXi, t +∑βkΔX 2
i, t + εi, t （6）

ΔYi, t = β0i, t +∑βjΔXi, t +∑βkΔX 2
i, t +∑βmΔZi, t + εi, t （7）

式中：ΔY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年谷物单产的一阶差分值；ΔX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

年气候因子的一阶差分值构成的向量；ΔX 2
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年的差分气象因子的

平方项，反映气候因素超过一定阈值后（如过量降雨）造成的非线性影响；ΔZi,t表示第 i

个县（区）第 t年差分气候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用来消除气候因素之间的影响。β0i,t模
型中的截距项，表示各县（区）除气候要素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变化；βj是气候因子的
系数，表示气候因子对谷物单产的影响程度；βk和βm分别为气候因子平方项和交互项的
系数；εi,t是误差项。

与差分模型系列相似，线性去趋势模型采用了去时间趋势序列 （De-trend Time
Series）的产量（dtY）和气候因子（dtTmin、dtPRE、dtGDD 和 dtSRD，公式中采用向量
dtX表示4个气候因子）。线性去趋势模型系列形式如下：

dtYi, t = β0i, t +∑βjdtXi, t + εi,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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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Yi, t = β0i, t +∑βjdtXi, t +∑βkdtX 2
i, t + εi, t （9）

dtYi, t = β0i, t +∑βjdtXi, t +∑βkdt X 2
i, t +∑βmdtZi, t + εi, t （10）

式中：dtY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年谷物单产的线性去趋势值；dtXi,t表示第 i个县（区）
第 t年气候因子的线性去趋势值构成的向量；dtX 2

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年的线性去趋
势气候因子的平方项；dtZi,t表示第 i个县（区）第 t年线性去趋势气候因子之间的交互作
用；β0i,t是模型中的截距项；βj是气候因子的系数；βk和βm分别是气候因子平方项和交互
项的系数；εi,t是误差项。
2.3.3 气候变化对谷物产量的定量影响分离 为了保证统计学意义，本文仅将模型中通过
显著性检验（P ≤ 0.1）的气候因子纳入对谷物单产影响的计算，最终得出不同模型所计
算的各气候因子对谷物单产的影响百分比。4个气候变量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总和，即为
气候变化对谷物单产的联合影响。按各县（区）的谷物面积进行加权，得到气候变化对
西藏市级和自治区级谷物单产的影响值。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为了衡量气候对谷物单产的贡献程度，本文构造了反事实与事
实 2 个情景。反事实情景为：将显著的气候因子分别保持在研究时段的初始水平
（1993—1994年的平均值），其他气候因子为每年观测真实值。事实情景为：所有气候因
子均保持为每年的现实观测值水平。2种情景的模型预测产量比值即为对应气候因子每
年对谷物单产的影响值。为了评估样本在研究期末的变化，我们对研究时段的后 5 a
（2013—2017年）的谷物产量变化进行了平均，以消除某些年份波动的干扰[13]，并将此作
为气候变化对谷物单产的影响百分比。

在差分和线性去趋势系列模型中，首先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或线性去趋势处理，目
的是为了消除长期时间中年与年之间的波动，增强数据平稳性。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计算气候因子的10 a气候倾向率，公式如下：

y = ax + b （11）

式中：y为各气候因子；x为年份；b为截距项。
气候因子的系数（βj）为敏感性，利用敏感性除以研究时段的谷物平均单产计算每

个气候因子的单位敏感性。以每个县（区）的气候倾向率与单位敏感性的乘积，估算出
1993—2017年期间不同气候变量对谷物单产的影响（以实际平均产量的百分比表示）。

3 结果分析

3.1 谷物产量和气候因子描述性分析
在各市的单产对比中（图1a），拉萨和山南谷物单产最高。其次是日喀则、林芝和昌

都，那曲和阿里最低。西藏各县（区）每年的单产中位数和单产均值均呈上升趋势，所
有县（区）的单产中位数和均值保持在3~4 t hm-2 （图1b）。西藏自治区各县（区）谷物
单产差距明显，其中最低的县（区）单产不足1 t hm-2，最高的县（区）在部分年份超过
了10 t hm-2。

西藏各市的平均气温由高到低排序为：林芝>阿里>拉萨>昌都>山南>日喀则>那曲
（图2）。最低气温呈波动上升趋势（图2a），林芝最高，那曲最低，其他市波动范围较为
接近，主要集中在5~6 ℃范围内。降水量年与年之间波动较大（图2b），林芝的降水量最
多，阿里的降水量最少，其他市主要集中在250~500 mm范围波动。GDD也为波动上升
趋势，但上升幅度不明显（图 2c）。各市的生长度日差异也较为明显，拉萨和林芝的
GDD最大。各市之间的太阳辐射均呈波动减少趋势（图2d），阿里最高，林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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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2017年的气候倾向率空间分布格局表明，在谷物生长季期间，最低气温除山
南市琼结县呈-0.03 ℃ 10a-1小幅度下降以外，其余62个县（区）均呈升温趋势，升温趋
势集中在 0.35~0.65 ℃ 10a-1 （图 3）。位于“一江两河”区域的日喀则市升温最为明显。
不同县市降水量差异较大，有接近一半的县（区）有减少趋势，另一半的县（区）为增
加趋势。降水量减幅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日喀则市和昌都市。高原边界的县降水量增
幅较为明显，其中康马县、浪卡子县、察隅县和洛扎县上升幅度最大，超过20 mm 10a-1。
92%的县（区） GDD均呈增长趋势，50%的县（区）集中在 28.16~60.00 ℃ 10a-1。GDD
增长趋势较为明显的县（区）中大多属于日喀则市。在太阳辐射的变化趋势中，89%的
县（区）级行政单位为下降趋势，仅有7个县（区）为增长趋势。下降幅度最大的3个县
均位于阿里地区，其中普兰县下降幅度最大，为-228.18 MJ m-2 10a-1。西部太阳辐射下
降趋势明显高于东部，所有县（区）太阳辐射变化的平均值为-33.69 MJ m-2 10a-1。

图1 1993—2017年西藏各市总体谷物单产逐年变化
Fig. 1 Cereal yield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whole area of Tibet from 1993 to 2017

图2 1993—2017年西藏各市耕地区域气象因子逐年变化
Fig. 2 The annual changes of each variable factor in cropland area in different cities of Tibet from 1993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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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气候因子对西藏谷物单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于西藏谷物影响以正面影响为

主，不同气候因子对于不同区域的显著性不尽相
同（图4）。西藏总体对与温度有关的气候变量比
较敏感，有 3个市（山南、拉萨和阿里）最低气
温敏感性显著，4个市（拉萨、日喀则、昌都和
林芝）对 GDD 敏感性显著，但过高的积温已经
开始在拉萨产生负面影响（-8.3%）。目前降水量
和SRD的变化对西藏各市谷物单产呈积极影响，
其中降水量对于拉萨和那曲影响显著，影响分别
为 2.9%和 1.5%。SRD 对于山南和日喀则影响显
著，影响分别为 4.3%和 2.5%。不同变量的对比
中，最低气温、降水量和 GDD 均对拉萨影响最
大，SRD对于山南影响最大。总体而言，不同的
气候因子影响大小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差异。西藏
地区海拔高，太阳辐射较强，相比温度变量而
言，对SRD影响响应显著的地区较少。造成此现
象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与西藏自身光照条件丰富有
关，辐射不是影响产量的主要限制性因子。
3.3 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的影响
3.3.1 自治区尺度 在自治区尺度上，除模型df-Ⅲ
计算结果为-0.5%外，其他所有模型均表明研究
时段气候变化对谷物单产为正面影响（图5）。模

图3 1993—2017年气候倾向率空间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climate trends from 1993 to 2017

图4 1993—2017年期间不同气候因素对

西藏单位谷物单产的影响占比
Fig. 4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variable to cereal

yields in different cities of Tibet from 1993 to 2017

图5 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影响结果对比
Fig. 5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change to cereal

yield in Tibet from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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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fixed、df-Ⅰ、df-Ⅱ、dt-Ⅰ、dt-Ⅱ、dt-Ⅲ所计算的影响百分比分别为 3.5%、2.1%、
1.5%、3.2%、2.1%和 4.8%。7个模型的计算结果平均值为 2.39%，因此气候变化对西藏
谷物单产的影响总体为正面影响。
3.3.2 市级尺度 大部分模型在市级尺度计算的结果也均为正面影响。对于林芝、那曲和
阿里的正面影响较大（图6），其中林芝在所有7个模型的计算结果均为正面影响。但林
芝、那曲和阿里恰好是谷物播种面积和谷物产量最少的3个市，所以对西藏整体谷物产
量贡献有限。其他几个市的结果主要以正面影响为主，而拉萨、日喀则和昌都在部分模
型中表现出负面影响。

固定效应模型（fixed）计算结果中，气候变化对西藏自治区7个市级单位的影响均
为正值，从高到底依次为山南 7.7%、日喀则 5.4%、阿里 4.4%、昌都 2.2%、那曲 1.5%、
拉萨0.7%和林芝0.3%。在模型df-Ⅰ和df-Ⅱ中，计算结果表明对于那曲和阿里影响值较
高，日喀则和昌都则为微弱的负面影响（不足-1%）。在加入了气象因子交互项的模型
df-Ⅲ中，结果中有4个市的影响值为负值，对比其他模型结果，发现该模型的负面影响
值普遍偏大。模型df-Ⅲ与同为差分模型的df-Ⅰ和df-Ⅱ结果在部分市同样存在差距。从
df-Ⅲ的计算结果中，发现其在一些县（区）中回归异常，最终汇总结果也受到影响。究
其原因，推测是模型df-Ⅲ引入气候因子的交互项后，使回归项过多，导致差分模型不稳
定。df-Ⅲ模型在小尺度结果稳定性较差，但汇总至自治区级尺度后，其模型不稳定性有
所改善。线性去趋势模型dt-Ⅰ、dt-Ⅱ和dt-Ⅲ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于林芝和阿里的正面影
响较大，3个模型的结果较为一致。虽然线性去趋势系列的3个模型在部分市的结果也出
现了负面影响，但数值范围均在5%以内。

因此，气候变化整体对于西藏市级尺度影响总体为正面影响，其中林芝、那曲和阿
里收益较其他市更大。在模型稳定性方面，整体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最好，线性去趋势模
型好于差分模型，尤其差分模型引入气候因子间的交互项后（模型 df-Ⅲ）模型稳定性
降低。
3.3.3 县（区）级尺度 通过对于自治区尺度和市级尺度的分析结果发现，固定效应模型表
现最为稳定，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县（区）级尺度空间分布的分析（图 7）。县
（区）级尺度上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影响依然多数为正面影响，对洛扎县、亚东县的

图6 气候变化对西藏市级单位谷物单产影响不同模型结果对比
Fig. 6 Contributions of all climate variables to cereal yields in different cities of Tibet based on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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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大，分别为11.3%和9.4%。整体空间上对“一江两河”区域藏南谷地（图中山南
市和日喀则市部分）的乃东区、扎囊县、贡嘎县、桑日县、琼结县、江孜县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阿里地区各县均为正面影响，但该区域耕地较少，也不太适合发展农业。
而相比于同为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山南和日喀则，气候变化对拉萨区域的影响则较小。从
地形角度分析，对于海拔相对较低的林芝和昌都的县 （区） 影响偏小，影响范围在
-1.5%~1%。虽然从总体来看，气候变化趋势对西藏大部分县（区）都为正面影响，但
对于拉萨市的墨竹工卡县、尼木县、昌都市的芒康县和林芝市的察隅县、墨脱县这5个
县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察隅县、墨脱县和尼木县的负面影响均小于0.2%，可以忽略不
计；对墨竹工卡县、芒康县的影响分别为-1.5%和-1.2%。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西藏县
（区）级单位谷物单产都从气候变化中受益，所以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政策，以适应气
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4 讨论

本文结果表明1993—2017年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整体为正面影响，与青藏高原
作物生产潜力提高的结果一致[35-36]。加入气候因子平方项和交互项的差分模型稳定性较
差，但汇总至更大尺度后，其模型不稳定性有所改善，这点与Lobell等关于验证统计模
型准确性的研究观点一致[15]。不同气候因子中谷物单产对于温度相关的指标比降水量和
太阳辐射更显著，与此前学者研究西藏主要农作物敏感区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的结果一致
[37]。虽然整体上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为正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GDD在拉萨产生了
负面的影响，可能是拉萨积温过高导致产生了一些其他负面影响，如蒸散增加、病虫害
增加、土壤理化性质改变等[38-39]，而拉萨的温度在西藏自治区中相对较高，这部分负面影
响超过了温度升高本身对作物的正面影响，导致了GDD在拉萨影响为负面影响。同为
GDD较高的林芝市，积温升高带来的收益仅为0.3%，小于积温更低的日喀则（3.0%）和
昌都（2.3%）。

西藏地区海拔高、气温低、辐射强，与其他粮食种植区自然条件存在差异。由于西
藏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体的比例较小，前人研究大多未考虑青藏高原地区的情况。气候变
化在中国不同地区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他地区有关研究表明，1981—2009年温

图7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1993—2017年间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的影响
Fig. 7 Distribution of the percentage impacts of all climate variables change on cereal yields in Tibet from 1993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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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水量和太阳辐射的变化共同使中国北方的小麦单产提高了0.9%~12.9%，而中国南
方的小麦单产降低了 1.2%~10.2%，空间差异很大[19]。气候变暖趋势增加了东北的水稻、
大豆产量，但降低了中国7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玉米单产和3个省的小麦单产[20]。
目前普遍认为中高纬度地区的农作物产量可以从气候变暖中受益[40]。气候变暖使各地区
本身适宜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以及主要作物品种的布局发生变化。例如中国东北地区气温
明显增加，使得东北地区水稻种植区域北扩[41]。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气候变化整体对
西藏谷物生产有利。与中国东北地区等高纬度地区类似，青藏高原常年温度较低，随着
气温的升高正朝着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条件发展，之前一些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区条
件逐渐得到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青藏高原地区本身生态条件较为脆弱，生态承载力
有限，一定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盲目扩大种植面积。

本文使用了多种统计模型评估气候变化趋势对西藏谷物单产的影响，避免了单个模
型分析的随机性。然而，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无法详细区分具体的谷物种类，在选
取生长季时主要参考了种植面积占比较高的青稞的生长季。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
细分不同种类的作物以及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还可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更详细研究
气候变化对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各生长阶段带来的影响。在使用统计模型时，由于不同
地区作物品种存在差异[13]，而不同品种对气候适应性具有差异，今后研究可将作物品种
变化纳入分析，使结果的信息量更丰富。当前研究中还有一些未解决的因素，例如更高
的大气 CO2浓度会改变施肥效应，以及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存在的具体自然灾害的影响
等。另外，受统计年鉴数据的限制，本文仅对1993—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后续研究
可随着未来年份统计数据的扩充或者有可靠手段反演出更早年份的县（区）级谷物产量
数据，增加样本的年份数量，进一步提高结果精度。

5 结论

为避免单个模型的随机性，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差分模型、线性去趋势模型 3
类统计模型，系统分析了1993—2017年最低气温、降水量、GDD、SRD对西藏谷物单产
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西藏对于温度（最低气温和GDD）的敏感显著性大于降水量和SRD。不同市对
不同气候因子的敏感显著性不同，最低气温、降水量和GDD均对拉萨影响最大，SRD对
于山南影响最大。所有市都从气候变化中受益，但GDD对拉萨已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不
同气候因子中，最低气温升高对谷物单产的贡献较为明显。

（2）气候变化对西藏谷物单产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其中对一江两河流域的山南
和日喀则影响较大，影响范围在6%~12%之间。对拉萨、林芝和昌都影响偏小，影响范
围在-1.5%~1%。总体来看，低海拔地区比高海拔地区的收益更小。

（3） 7 个模型的计算结果平均值为 2.39%，不同模型计算结果集中在 1.5%~4.8%之
间。在模型稳定性方面，固定效应模型效果最好，线性去趋势模型好于差分模型，尤其
差分模型引入气候因子间的交互项后模型稳定性降低。虽然加入交互项的差分模型在县
（区）级和市级结果稳定性较差，但汇总至更大尺度后，其模型不稳定性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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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ereal yields of Tibet during 199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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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imate change, which can lead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s become a global
concern, especially in the Tibetan Plateau.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al crop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We used
meteorological data and yearbook statistical data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cereal yields of Tibet. Three types of statistical model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fixed effect
model, first-difference model and linear de- trend model. We analyzed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minimum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growing degree days, and solar radiation) on
cereal yields at the county, city, and autonomous region scales in Tibet from 1993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cereal production to temperature (minimum temperature
and growing degree days) was greater than that to precipitation and solar radiation. The joint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les were positive, but the sensitivity and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regions were different. Except for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rowing degree days on Lhasa, the
impacts of minimum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solar radiation were positive on all cities.
The impacts of climate trends on the cereal yields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were positive
and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model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range of 1.5% to 4.8%.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model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performed best in robustness, and the linear de-
trend model was better than the first- difference model. After we ad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climate variabl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first- difference model decreased. Our study
could help implement more spatially targeted agricultural adaptation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of the Tibetan Plateau.
Keywords: Tibetan Plateau; climate change; statistical model; cereal; y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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